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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闻位于我国大陆雷州半岛的最南端，与海南岛隔海相望，在距今一万年前后，雷州

半岛与海南岛之间还有陆桥可以相通，这从海南三亚落笔洞遗址
[1]
出土的亚洲象、华南虎

等动物化石可以得到证明。琼州海峡形成后，徐闻以雷州半岛最南端的地理位置在我国早

期与西方的交通、贸易方面曾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以徐闻发现的汉代文化遗存及出土文

物，论述徐闻与南海丝绸之路的关系。

一、汉代建筑遗址的发现

徐闻汉代建筑遗址的发现与确认，是文物考古工作者长时间进行调查、探寻的结果。

20 世纪 70 年代，考古学家已在徐闻的华丰岭一带发现和发掘了相当数量的汉代墓葬，但

对徐闻港与徐闻县治的地点仍不清楚。不过，已故考古学家何纪生当时已富有预见性地指

出：“汉徐闻县城……在雷州半岛南端，琼州海峡中部偏西的海边。”
[2]
20 世纪 80 年代初，

全国各地广泛开展文物大普查，徐闻县文物工作者于 1983 年在五里乡二桥村一带发现了

汉瓦等建筑材料，这是探寻汉代建筑基址的重要线索。此后，经省、市、县文物考古部门

多次复查并试掘，
[3]
初步确定汉代建筑遗存分布于二桥、南湾和仕尾，遗址范围达数万平

方米。

由于目前所进行的考古发掘规模仍较小，我们对遗址的整体面貌还不够清楚，尤其是

对建筑基址方面的情况也了解不多。在二桥村发现的 4处房址遗迹中，其中 2号房址略作

长方形，长 5.48-6.05 米，宽 2.96-3.30 米，房内地面用黄色黏土铺垫平整，但不见门道；

3 号房址亦略作长方形，长 6.2 米，宽 4 米，房内情况与 2号房址相同。这两座房址未见

房基，柱洞排列规律不明。但废弃堆积中含大量建筑用瓦，说明其房顶是使用瓦类的。不

过，已清理的这几座房址，面积不是很大，堆积中不见瓦当，显然不是遗址中的主体建筑。

二桥村发现的其他遗迹还有灰坑、水井和墓葬。灰坑有 20 个，是与人类居住生活密切相

关的遗留，其中有的坑壁较直，坑底很平，应属放置物品的窖穴；水井一口，也是当时居

民所使用的生活设施，井口直径 2.5 米，已清理至 6.7 米的深度，尚未到底，井内的填土

出有汉代的砖、瓦及陶器釜、罐、钵等废弃物。发现墓葬 3座，其中 1号墓为土坑竖穴二

层台结构，在二层台的两侧墓壁有 7 对凹槽，可能是用于承垫棺木，墓底随葬一件陶盆，

而填土中出有陶网坠、陶釜口沿。从墓葬形制分析，这种二层台墓属于较为古老的习俗，

在岭南地区，主要见于商周时期，如粤东的浮滨文化墓、博罗横岭山周代墓、乐昌对面山

战国墓等，徐闻的这种墓看来是延续了先秦时期的葬俗。根据随葬的陶盆形制与纹饰（水

波纹与叶脉纹）以及墓葬形制，判断墓主人是土著越人。从考古地层学的关系观察，这座

墓的下葬时间应早于建筑遗址，即是说，这个地方原先作为墓地，而后才用于建造房子。



图一 文字瓦当

1、3、4．“万岁”瓦当（1．徐闻仕尾；3、4．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2．“定”字瓦当（五华长乐台遗址）；

5-11．卷云箭镞纹（5．徐闻仕尾；6、8．澄海龟山；7．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9、10．五华长乐台遗址）；

11．卷云纹（澄海龟山）

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主要是瓦类，包括板瓦、筒瓦和瓦当，其特征都属于典型的汉代

风格。板瓦、筒瓦的器表均饰绳纹，有粗绳纹或细绳纹，内壁有乳丁纹或布纹，也有少量

为菱格纹或卷草纹。一般而言，粗绳纹瓦出现的时间早于细绳纹瓦，内壁为乳丁纹的瓦出

现时间也早于布纹瓦，这从广东澄海龟山汉代遗址的地层关系可得到证明。从出现的时间

看，西汉前期的瓦类主要特征是粗绳纹及内壁乳丁纹，如五华狮雄山南越国时期的长乐台

遗址及乐昌洲仔城址所见均如此。徐闻汉遗址的瓦类内壁之乳丁较之上列的几处遗址所见

还大，但年代是否在西汉前期则未可认定，这在后面还会进一步探讨。遗址中所见的瓦当

有四种，其中两种虽残缺不全，仍可见边轮较窄，近缘处两周突弦纹，当面饰卷云纹或羊

角状卷云纹。另两种当面完整，其一是边轮很宽，当面中央有凸起的乳丁，边轮与乳丁之

间，上下有阳文篆体的“万岁”二字，左右有“山”型的卷云纹（图一，1）；其二是边轮

略宽，中央乳丁很小，边轮与乳丁之间有箭镞卷云纹，但纹样与边轮之间仍有较大的空间

（图一，5）。就瓦当的形制而言，结合广东其他地点出土瓦当的情况分析，前两种边轮较



宽的瓦当，“万岁”瓦当的年代不会早于西汉中期，中央乳丁已退化的卷云纹瓦当，很可

能已属东汉时期。

遗址出土的陶器以生活用品为多，其中以釜、罐类为主，其他有瓮、盆、钵、碗、器

盖、器座等；生产工具则有纺轮、网坠。各种器物有多种形式，陶器纹样以带戳印的方格

纹为特点，其中又有圆形、组合形和方形多种，这些情况显示了器物的年代有早有晚，有

其演变过程，同时又说明遗址也有一个从出现到发展和衰落的过程。一般地说，组合形、

圆形的戳印纹出现略早，而方形戳印纹出现略晚，在年代上，带戳印的方格纹陶器多见于

西汉，到东汉，这类陶器就逐渐减少或基本不见了。在二桥村的汉代遗址，多见组合形与

圆形的戳印纹陶器，少见方形戳印纹陶器，或许是这处遗址的年代出现较早的缘故。较重

要的遗物还有铜箭镞和龟钮“臣固私印”铜印章（图二，1），前者是遗址有军事功能的证

明，后者是该地存在官员的证据，这对探讨遗址的性质极具意义。从遗物的一般特点来看，

有一些是与广东各地的西汉遗址同类器物相同或接近，如器身有廿字形凹槽的网坠，器身

多饰组合形或圆形的戳印纹陶器等等。考虑到徐闻县是西汉元鼎年间才设置的，具有官方

色彩的汉代建筑不大可能在此之前就有。然而，在此之前应有相当数量的居民，才有条件

发展为县治，故此地也就应有西汉前期的遗物，这是合理的，也是符合逻辑的，故遗物中

有一些是属于西汉前期。据此，遗址中的瓦类、瓦当，无疑应是徐闻置县后才出现。

图二 铜 印

1．“臣固私印”（徐闻二桥） 2．“张己印”（除闻海安广安村）

二、汉代墓葬的显示

考古发现表明，在徐闻汉代建筑遗址的周边地区，东自海安的红坎，西北到今徐闻县

城镇南部，再向西到昌化坡、提塘村、田西村，向南到角尾、华丰、土旺、港头等地点，

环绕二桥、仕尾汉代建筑遗址呈半月形的地带，东西长达 40 多公里的范围内，已发现有

13 处汉代墓葬群（图三）。
[4]
为数众多的墓葬显示了汉时期此地有着相当繁荣的经济并聚

居有较多的人口。

红坎村墓群在二桥汉代遗址东面 10 公里处，1973 年发掘 11 座墓，
[5]
均为长方形券顶

砖室，墓室不是很大，多较窄小，最大的 50 号墓长 2.64 米，宽 1.36 米；最小的 42 号墓

长 1.50 米，宽 0.62 米。随葬器物有铜器镞、五铢钱，铁器刀、鱼钩、斧、凿、发钗、指

环等，银器手镯、指环，陶器釜、罐、纺轮，还有多种质地的珠饰。墓虽不大，但从随葬

品看，仍是有一定财富的，如其中 2座墓出铜五铢钱，4座墓出铁器，1座墓出银器，3 座



墓出珠饰达 69 枚。在广东，墓葬中出土铜钱的现象并不多，仅见于广州、乐昌等少数地

方，这里 11 座墓已有 2座随葬铜钱，比例也是较高的，说明当地居民已较多地使用铜钱，

应与海外贸易有密切关系。

图三 徐闻汉代遗址、墓葬分布示意图

1．汉代建筑遗址 2．红坎墓群 3．南坛园村墓 4．槟榔埚墓群

5．徐城镇墓群 6．海珠港村墓 7．石园墓群 8．堰头岭墓

9．华丰岭墓群 10．北潭墓群 11．港头墓群 12．土旺村墓

13．昌化坡墓 14．角尾墓群 15．提塘村墓 16．田西村墓

位于二桥村汉代建筑遗址北面约 8 公里处有徐城镇墓群和槟榔埚墓群，
[6]
已发现东汉

时期的砖室墓近 20 座，出土铜昭明镜，铜碗，陶器罐、釜、壶、碗、盆、纺轮以及一些

珠饰。在槟榔埚清理的 5座墓中，其中 1 座墓随葬珠饰，可见珠饰是当地居民较贵重的物

品。还需指出，在徐城镇华建糖厂一带曾采集到许多西汉时期的陶器，器身多有组合戳印

纹，这都应是土坑墓的遗物，只是未作正式考古发掘而未能弄清墓葬的形制。数量不少的

西汉遗物在二桥至今徐闻县城南部出土，证明有不少西汉时期的墓葬存在，二桥发现的 3

座西汉时期土坑墓就是明证。再者，二桥附近还有一些较高级别的墓葬，如出土铜酒樽、

龙首竹节勺、“张己”铜印（图二，2）及陶牛、狗、井等模型器。堰头岭汉墓出土了铜器、

铜五铢钱、陶屋、陶灶等。城南的海珠港村汉墓也出有铜镜和陶器屋、井、杯等。最近在

南坛园村汉墓出土铜昭明镜、兽面纹铜勺、铜碗、铁釜及陶罐、纺轮等。城西的一座砖室

墓还出土一对兽面纹衔环铜铺首，应系木质墓门上的构件。在南山的一座墓还可见平面印

有“宜官”二字的砖块（图四，1），“宜官”也是汉代流行的吉祥语和祈祷语，如汉镜多

见有“长宜子孙”、“宜君孙子”等铭文。广州的一座东汉后期墓（编号 5080）出土一件神

兽纹铜镜，上有铭文“三羊作竟宣官（位）至三公”。这类用语，表达了当时人们的某种

心愿。笔者认为，上述这些有较多或较高级随葬品的墓葬，都不可能是一般的平民百姓墓，



而应是官员或当地豪绅的墓葬。“张己”就是其中一名在当地任职死后埋葬在当地的官员。

1 2

图四 汉代墓砖

1．“宜官”砖（徐闻二桥） 2．菱形纹砖（徐闻二桥堰头岭）

二桥汉代建筑遗址西面 10 公里到 20 公里的范围内，分布有多处汉代墓葬群，包括有

北潭墓葬群、石园墓葬群、华丰墓葬群、港头墓葬群、土旺墓葬群以及讨养岭、昌化坡等

一些地点的墓葬，已发现近 70 座墓葬，其中以华丰墓葬群数量最多，已清理 34 座。
[7]
这

些墓葬多为砖室墓，少数为珊瑚石室，个别为土坑墓。出土随葬品有铜器碗、盆、器盖、

五铢钱，铁器刀，银器指环，陶器釜、罐盆、器盖、纺轮，陶器纹饰多见方格戳印纹，少

量为弦纹、水波和篦点纹。较为突出的现象是华丰墓葬群已清理的 34 座墓中，有 10 座随

葬珠饰，比例是相当高的。其中 10 号墓和 34 号墓分别随葬 85 枚珠饰和 101 枚珠饰，珠

饰的种类有琥珀、玛瑙、水晶、紫晶、琉璃、檀香、青玉、银等。在当地，这类人家已是

较容易获得珠饰，其中多是从海外贸易得来，由此可见珠饰进口数量之多。这些墓葬的年

代大都属东汉时期，应是东汉时当地人口有较高增长的反映。

在华丰墓葬群的西面 10 公里到 20 公里范围内，还有一些零星分布的汉代墓葬，如角

尾、提塘、田西一带，已发现有 6座汉墓，亦为砖室墓，出土陶器罐、釜等随葬品。

上述墓葬的分布及随葬品情况，反映了与二桥、仕尾汉遗址距离越远，汉墓分布的数

量就越少，墓中的随葬品数量也越少的事实。由此也说明，汉墓以汉代建筑遗址为中心而

分布，显示出当时当地的人们更多地是以这处建筑遗址为中心而进行活动。这些墓葬与建

筑遗址关系之密切我们从中是不难窥见的。在古代城址的周围，通常都有相当数量的同期

墓葬，这是因为城市是人口聚居之地，是当地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其周围也必定有官

员、富豪以及大量平民的墓葬，这在广州（南越国都城、汉南海郡番禺县）、韶关（汉曲

江县）、乐昌（南越国赵佗城）等地都有十分清楚的显示。
[8]
徐闻汉墓的分布情况已明白无

误地指示，二桥、南湾一带的汉代建筑遗址，应就是汉徐闻县城的遗留。

三、汉徐闻县治与汉徐闻港的确认

徐闻汉代建筑遗址的性质是史地界学者特别关心的问题，尤其是遗址地处雷州半岛之

南端，是否与汉置徐闻县及史籍所记的徐闻港有关，一直令世人瞩目。笔者对此持肯定态

度，这是对相关遗址进行比较分析后得出的结论。在广东地区，目前发现有绳纹瓦与卷云



纹瓦当的遗址，除徐闻外，只有广州的南越国宫署遗址、五华的南越国时期长乐台遗址和

澄海的龟山汉代遗址等三处。

南越国宫署遗址位于广州中山四路，
[9]
已发现石陂池的一部分与长达 180 米的石砌曲

渠所组成的宫苑遗迹，此外在宫苑遗迹附近及西北面还发现有同时期的廊道遗存和其他建

筑基址。遗址中出土的建筑材料以边长 67 厘米或 68 厘米、宽 44 厘米的印菱形花纹铺地

方砖和瓦当最具特征，其中文字瓦当绝大多数是“万岁”瓦当。“万岁”二字之间无分界，

当面直径以 16-17 厘米为多（图一，3、4）。而徐闻遗址所见的“万岁”瓦当，“万岁”二

字之间有分界，当面直径较小，为 14.5 厘米。它们之间的区别，不仅在于时代略有先后，

其建筑级别、规格也有相当的差异，前者属西汉前期即南越国时期，是南越国的宫廷建筑

构件；后者属西汉中期及以后，应为官府类建筑。虽不见大型铺地方砖，但使用“万岁”

这类吉祥语瓦当，在当时亦非寻常事，考虑到汉朝廷曾在徐闻置合浦郡、徐闻县（辖徐闻

港）以及左右侯官，推测徐闻遗址中使用“万岁”瓦当的建筑物应就是官署或是用于接待

外国商使的驿所。

图五 广东五华秦汉南越王长乐台行宫复原 图六 澄海龟山汉代遗址 3 号房址复原平面图

平面图（依杨鸿勋）

五华长乐台遗址是南越国王赵佗的行宫，
[10]

位于五华山南面盆地中的狮雄山上，已清

理的遗迹是一座回廊式宫殿建筑，总面积约为 1400 平方米，仅残存东半部的一部分，主

体建筑已不存。其面貌与秦西汉皇宫大体相同，最大的不同之处是这里利用自然山冈作宫

殿的大台基座，根据考古发掘资料，推测出这处宫殿建筑东西宽度为 40 米左右。杨鸿勋

教授认为它的总平面是一个东西略长的扁方形，复原总体是四面版筑墙环绕，庭院中央借

高起的地势整修成一大面积的台基，以安置殿堂。并进而推测大台上应有前堂后室两座宫

殿（图五）。
[11]

遗址中出土的建筑构件主要是大量的绳纹瓦和瓦当，瓦当的大小与广州南



越国宫殿遗址同类器较接近。瓦当中，有卷云箭镞纹瓦当和中圈饰“定”字瓦当二种（图

一，2、5、6）。汉代，五华地属龙川，赵佗以龙川为兴王地，故在此修筑长乐台行宫，这

与遗址的建筑形制、遗物所反映的年代、级别规格都十分吻合，当无疑问。就建筑形制、

性质而言，长乐台遗址与广州南越国宫殿遗址更为接近，但两者级别毕竟不同。而徐闻汉

代建筑遗址的性质与长乐台遗址不同，但在建筑材料方面有更多的一致，这也说明徐闻汉

代建筑遗址非一般的居住遗址所能比拟，遗址所显示的官方性质由此可得到进一步的证实。

与徐闻汉代建筑遗址有更多可比性的是澄海龟山汉代遗址，
[12]

龟山遗址位于粤东韩江

流域下游之东溪河西岸，发现有多座建筑基址，其中主要的一座设有殿堂、配房和廊房（图

六），可以肯定不是宫殿式建筑，而是与官府有密切关系的建筑。建筑材料主要是绳纹瓦，

有多种卷云纹瓦当（图一，2、4、7），这是时代延续较长的标志，也有少量无花纹的铺地

砖，由此显示建筑物的级别要低于前述两处遗址。龟山遗址的瓦类尺寸与徐闻汉代建筑遗

址所见基本相同，而瓦当则有部分比较接近，这是因为龟山遗址的最早年代可在西汉前期，

故早期的瓦当尺寸较大，直径多在 16-17 厘米。只是在西汉中期及以后，瓦当的直径才渐

小一些。虽然我们对徐闻建筑遗址的建筑形制还所知甚少，但从建筑材料观察，与龟山遗

址应更为相近，两者之建筑性质也应大体相同。从史料上看，揭阳县最早置于南越国时期，

汉武帝平南越时，揭阳令史定降汉，汉武帝仍置揭阳县，至三国时，揭阳县才被废置。龟

山遗址的出土遗物，其中有铜镞、铁釜、铁鼎、玛瑙耳珰、珠饰等较高级的用品，考古分

期也与揭阳县的建置始末正相吻合。可以推定，龟山遗址应就是汉代所置的揭阳县治。而

由此论及徐闻这处汉代建筑遗址，应与汉武帝平南越后建置的徐闻县有直接的关系。

除上述几处汉遗址外，广东地区发现绳纹瓦的遗址还有乐昌洲仔城址、英德连江口城

址、始兴犁头嘴城址、阳春古旧塘、南雄甘埠山和惠阳潼湖等 6 处（图七）。
[13]

前 3 处均

为军事城堡，如乐昌洲仔城址，位于武江南岸，最早为秦任嚣所建，其后赵佗立国，驻重

兵于此，即为赵佗城。毫无疑问，这是一座军事城堡。经考古发掘，找到一段城墙基址，

但未发现一件瓦当，而绳纹瓦则较多。如果说，这可能是城址遗留面积有限之故，始兴犁

头嘴城址可以给以我们更多的启示，这是一座有 8000 多平方米的城堡，位于浈江与墨江

交汇处，周边城墙尚保存较好，遗址的年代大致可认定为两汉时期，其下限或可在三国时

期。城址范围随处可见绳纹瓦，但瓦当却一件不见，我们曾怀疑此城址有否作为三国时所

置之始兴县，然目前尚未有更多的证据。英德连江口城址位于北江与连江之交汇处，军事

作用极为明显，这里也同样只见绳纹瓦不见瓦当。可见在当时军事性的遗址是不使用瓦当

这种建筑材料的。阳春古旧塘遗址疑是南越国时期的白鹿台，因出有四叶纹铺地砖，其建

筑规格亦不会低，但为何没有瓦当则尚难解释，如属行宫，应与五华长乐台相类，亦应有

瓦当此类建材，故此问题有待进一步的考古研究。南雄甘埠山与惠阳潼湖两处因遗址已基

本被毁，采集的遗物不足以反映全貌。



图七 广东秦汉时期建筑遗址分布示意图

1．徐闻五里二桥，仕尾 2．阳春春湾古旧塘

3．乐昌河南洲仔 4．始兴罗围犁头嘴

5．南雄乌迳甘埠山 6．英德连江口江口嘴

7．广州中山四、五路，兴孝寺 8．惠阳潼湖蚬壳角

9．五华华城狮雄山 10．澄海上华龟山

由上所述之考古发现，可以看到，在汉代的广东，能使用瓦当这种建筑材料的，绝非

是一般的建筑，即便是军事城堡，也没有发现使用瓦当。故此，笔者认为，徐闻所见的汉

代建筑遗址应就是汉武帝时所设立的徐闻县治，在二桥出土的“臣固私印”龟钮铜印以及

“张己”铜印，也证实这里有相当级别的官员在此活动和埋葬。徐闻县治的设立与徐闻港

有直接的关系，在设县之前，徐闻港应是颇为热闹的民间渔港和商港，为管理和发展对外

贸易关系，汉王朝在此立县使之成为官港，这使徐闻成为名噪一时的边城，被誉为“海上

丝绸之路”始发港之一是名副其实。

四、舶来品的输入与汉徐闻港的兴衰

在徐闻的汉代遗址或墓葬中所出土的遗物，目前可以确认属于从海外贸易得来的舶来

品，只有各式各样的珠饰。1973 年在华丰、红坎、槟榔埚三地发掘的 51 座墓葬中，出土

308 枚珠饰，应是海外贸易所得。同类的珠饰在广州地区有更多的发现，这从一个侧面说

明这类舶来品在进入徐闻港后，除少量在当地交易之外，大部分都进入了当时的南方都会

——番禺（即广州）。当时的徐闻港，只是作为商品和人员出入境的管理场所，而真正的

贸易地点，更多是在番禺。《史记·货殖列传》载：“番禺亦一都会也。珠玑、犀、玳瑁、

果布之凑。”可见汉代的番禺，更多地充当了海外商品贸易市场的作用。这当然有其历史



的渊源关系。秦平岭南后，置南海郡治在番禺，其后南越国置为都城，使番禺成为岭南地

区的繁华之地。广州象岗南越王墓就出土象牙、犀角等从海外舶来的物品，一件刻有波斯

文字的银盒，更是来自西亚的物证。
[14]

广州出土的汉代文物中，有许多陶制的或铜制的熏

炉，其使用的香料主要来自海外。各种来自海外的珠饰则常见于两汉时期的墓葬。
[15]

广州、

三水、顺德等地汉墓中所见的具有东南亚、西亚形象的陶人俑、托灯俑，
[16]

也说明当时有

不少外国人被买卖到中国为奴。在整个汉代，番禺所起的政治、经济中心的作用十分明显。

但这并不排除徐闻港的作用，正因为在西汉前期有徐闻港作岭南与海外交通的外港，才会

有汉武帝平南越后置徐闻县之举。因有商港而置徐闻县，徐闻当为一例，并同时使徐闻港

成为对外交往的官港。

徐闻港在徐闻置县之前已经形成，有学者认为，形成的时间在汉代以前甚至春秋战国，
[17]

理由是其时楚从两广所得犀、象、珠玑，当中不少应是从徐闻、合浦输入。这个观点虽

然还没有直接的证据，但从徐闻港所处的位置及所处的历史背景考察，不无道理。官港的

兴起，当是以民间港为基础。有了一定的积累，港口有了相当程度的繁荣，才有设置官方

管理机构的需要。汉代及以前，造船技术与航海能力都有限，不可能远离海岸线航行，这

就决定了从岭南到东南亚及西域的航程，在离开大陆时最后的基地，以徐闻港较具优势，

这是地理位置所使然。合浦港也是如此。可以认为，当时的商船离开汉王朝远航海外，是

以离开徐闻港或合浦港为标志，而日南则被辟为障塞之地，对此航线起着保护的作用。正

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徐闻港得到了天时与地利，迎来了发展兴旺的时期，从而使之在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中有了重要的一席。唐《元和郡县图志》载汉徐闻县“积货物于此，备

其所求，与交易有利。故谚曰：欲拔贫，诣徐闻”。由此可见当时的徐闻在人们心目中是

富裕的象征。这从徐闻汉墓中较多地出现海外交易所得的各种珠饰可见一斑。我们从徐闻

的汉代遗址、墓葬情况可以想见，当日的徐闻县，城内瓦房林立，郡、县级官员与左右侯

官的官署、接待海外宾客的驿所使用各种瓦当作装饰；港口客商往来频繁，出境者多携铜

钱、丝绸，入境者多带明珠、琉璃、奇石、异物、香料等等。汉王朝还置有译长，负责海

外诸国来朝贡献之番客的语言翻译，而汉王朝也有派遣译使出访海外诸国。由此，南海丝

绸之路从徐闻设县并置官港起，才成为官方与海外各国交往的官道，并自此有了很大的发

展。

徐闻港之所以重要，不仅仅是在此置县，它还曾一度作为郡治，这是非比寻常之举。

汉武帝元鼎六年（前 111）置合浦郡，领县有五：徐闻、高凉、合浦、临允、朱卢。辖地

可谓千里。但郡治不在合浦而设在徐闻，这是很特别的举措。笔者认为，这一方面是与监

管位于海南的朱卢县有密切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徐闻港在海外交通有着特殊地位的需要，

否则，没有必要把郡治设在雷州半岛的最南端。合浦郡治设在徐闻长达 155 年之久，至东

汉建武二十年(44)才迁至合浦县，这是徐闻地位开始下降的标志。



合浦县在西汉置县时也有一定的基础，随后得到了发展，东汉时上升为郡治，更成为

北部湾地区政治、经济的中心。合浦地区发现的两汉时期墓葬，出土较多的精美铜器和大

批从海外贸易输入的各种珠饰就是明证。合浦港与徐闻港同样在汉代成为南海“海上丝绸

之路”的始发港口，为中外交通经济文化的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导致徐闻县与徐闻港衰落的原因主要是我国造船技术的提高和航海技术的发展，并由

此开辟了新的航线。三国时期所制造的大楼船，已可远离海岸航行。从岭南的繁荣中心广

州起航东南亚、西亚，可直接经由海南岛的东面海域和西沙群岛海域到达目的地。西沙群

岛的海域、礁盘，考古发现了较多的南朝及以后各朝的陶瓷器、铜钱等沉船遗物，
[18]

也说

明这条航线的存在与开辟的时间不会早于南朝。与此相关的是，自三国时起，徐闻港已不

是中外商舶往来的必经之地，其中转、集散与交易的港口作用进而消失。故徐闻之地少见

三国、六朝时期的器物，这正是徐闻港衰落的反映。而徐闻县也于南齐永明中(483-493)

先后改名为乐康县、齐康县。自此，广州港彻底取代了徐闻港的地位，徐闻县已难现往昔

之辉煌。

五、结 语

本文详细叙述了在徐闻五里、二桥及其周围所发现的汉代建筑遗存和墓葬遗存，提示

了当时当地所呈现的繁荣景象。通过与相关遗址的比较分析，进而确认二桥、南湾、仕尾

所发现的汉代建筑遗址，应就是汉代的徐闻县与徐闻港故址。虽然基址的形制结构尚不清

楚，但以出土的各类遗物及周邻丰富的墓葬遗存，可以证明那是县级及县以上官衙机构的

所在。“万岁”瓦当使我们隐隐约约地见到了两千多年前那瓦顶高耸的官署建筑，“臣固私

印”更令我们感觉到当年郡守、县令及“左右侯官”的那份荣耀，而那些五彩缤纷的珠子，

则时时闪耀着异域的光芒。与三墩对峙的海港，和三墩这几个小岛上那号称“龙泉”的淡

水井，伴随着中外商人的身影时而烦嚣喧闹，时而沉睡寂静。历史告诉我们，汉徐闻港是

我国对外贸易的始发港之一，汉徐闻港曾经辉煌，他在我国南方海上丝绸之路留下的点点

史迹，吸引着历史学家、考古学家去探讨，去寻觅，随着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汉徐闻县

与徐闻港的面目将更加清楚地呈现在我们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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